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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对人类的生存演化至关重要。用火熟食改善了人类的营养，导致人

类生物特性发生一系列改变，人口、行为、社会关系和生存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用火使人类获得更多

的生存资源，并帮助人类改变工具与用具的材料特性，如对石料做热处理，进而发明了陶器和金属工具，

开启了文明的历程。人类与火的互动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偶尔利用自然火、时断时续对火

控制和使用、有效保存火种乃至人工取火形成用火的日常习惯，进而发展到现代无所不在、不可或缺的

复杂用火。人类用火被认为始于直立人的诞生，但目前提取到的证据指向 150 万年前。早期人类用火证

据的提取和论证存在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精细的野外工作，做高精度的遗址埋藏和遗物遗迹的空间

分析，须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模拟实验对地层沉积物和燃烧物证做微形态、成分、色度、磁化率、微体

植物化石等尽可能多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排除自然因素的干扰，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坚实可信。本文介

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作用和对用火证据提取与分析的思路、方法与技术，通过一系列案例阐述人类用

火的方式、发展演化过程和考古学家为破译远古人类用火的谜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以期对这项

意义重大但常被忽视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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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de an in-depth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hominin use 
of fire. It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fire-use to huma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resented 
different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s of controlled use of fire by human ancestors, and used a series 
of case-studies to demonstrate the way fire-use evidenc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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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e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fire-use in human history. Controlled use of fire is a unique 
behavior and capacity of human beings, and it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on hominid survival and 
evolution. The use of fire led to cooked foods and made nutrition more easily be digested, which 
in turn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biological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demography, behavioral 
patterns,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o our species. Fire helped hominins procure 
more resources and modify physical properties of imperative materials, such as heat treatment on 
lithic raw materials, and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the invention of pottery and metal utensils, and 
eventually human civilization. The history of human-fire interaction is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from the occasional use of natural fire, controlled use of fire on and off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effective preservation of fire seeds, the making of fire and habitual use of fire, to the 
omnipresent, indispensable and complex ways of fire-use today.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hominid 
fire-use history beg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Homo erectus, but the current available reliable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time node of ca. 1.5 MaBP. The dete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fire-use 
evidence of early stage are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requiring delicate and detailed field excavation 
and recording, high-resolution taphonomic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all applicable analyses with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Possible factors of natural agencies in producing fire remains, such as 
natural fire and post-depositional disturbance, have to be evaluated and terminated. Only after such 
careful data coll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evidence presented and conclusions reached 
can be convincing and accepted. 

Keywords: Controlled use of fire; The significance of fire-use; Fire-use histor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fire；State-of-the-art analyses

1  引言

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已经走过了 700 多万年的演化里程。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人类以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创举昭示着自己与其它动物门类的截然不同，包括制作和使用工

具，学会用火，产生复杂的语言，建筑房舍，进行艺术创作等。其中有控制地用火对人类

的生存和演化至关重要，对我们身体机能的演进和技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

那么用火对人类的早期演化到底有过怎样的影响？对塑造今天的人类起到怎样的作用？人

类是如何学会用火的？有控制用火发端在何时何地？其后又有什么发展变化？研究者怎样

提取和分析用火证据？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学术内容和所欲讨论的相关问题。

2  火对人类演化的重要性

本文和其他研究著述中所讲的“人类用火”，是指人类对火做有控制性的使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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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定的目的按照人的意志把燃烧的火局限在特定的地方，能将火种保持一定的时间，

也就是能对火做约束、管理，而不是对自然野火的简单利用。野火因雷电、地震、地热、

火山喷发、干热等自然因素发生，在有些地方特定的季节，例如干热时期的非洲大草原、

澳大利亚和美国西南部山地经常发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危害。对于人类有控制

的用火，必须有证据才可以得到认可，而人类对自然火的简单利用则无法证明，因为那样

偶尔为之的行为留不下可验证的证据。

用火对人类生存与演化的重要性，可以从火对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影响两个

方面加以阐述。

用火对人类体质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十分明瞭 [1]。用火熟食改变了人类的摄食种类、

进食方式和营养结构，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同为灵长类的其他动物的区别

越来越大。首先是用火帮助人类拓宽了食谱，使我们这个物种能享用比其他物种多得多的食

物种类，因为一些动物的部位、器官和某些植物的果实、根茎、叶子只有被烧烤或烹煮后才

可被食用；其次是熟食后对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会更彻底，更容易转化成身

体的能量。食物的拓展、营养的改善导致人类在体质上发生几方面的重大改变，包括：1）
脑量增加：直立人比其之前的能人的脑量大约增加了 30%。2）体型增大：尤其是女性身材

明显变大，使两性间的形体差距大大缩小。3）牙齿变小：尤其是臼齿，因为熟食后咀嚼的

任务减轻，牙齿的咀嚼功能退化，第三臼齿（一般称为智齿）正在消失中，其他臼齿的尺寸

也相应减小。4）脸型变窄变小：牙齿变小顺带也使牙床和颌骨变得纤细，使我们的脸也变

小、变窄，这是很多现代靓男俊女追求的锥子脸、鸭蛋脸的生理基础。5）肠胃缩小：因为

消化食物更容易，大而长的胃和肠道变得没有必要，人类的肠胃缩小为仅相当于其它灵长类

的 62%左右。6）体毛减退：用火取暖使浓密毛发的保暖需求减少，导致毛发逐渐退化（当然，

人类毛发的减少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奔跑排汗、减少寄生虫的侵扰等）。

用火也使人类在智能提高、行为发展乃至社会结构的演进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方面

的例证很多，而且我们今日仍在见证：对火性能的认识和对其掌控能力的提高使人类越来越

聪明、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现代电能利用和火箭发射就是很好的例证；用火改变了人口结

构。因为熟食使摄取营养更加容易，婴幼儿可以及早断奶，从而使产妇得以缩短哺乳期，缩

短生育周期，使人口数量增加，也使牙口不好的老者得以摄取维持生命的必要养分，从而延

长寿命，承担起照看婴幼儿的责任；用火增强了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火的光热帮助人类拓

展了活动的时间和场所，改善了居住环境，使潮湿、阴暗的洞穴和寒冷的旷野都可以栖身，

并增强人类对凶禽猛兽的抵御能力，减少非正常死亡，使生命变得更有保障；用火增强了人

类资源获取与利用的能力。可以借助火把狩猎从而得到更多的肉食资源，可以将岩石烧热然

后泼冷水使其开裂，从而开采优质石器原料，还可以改善水质，用煮沸的方法消除有害成分；

用火增强了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使一些自然的造物被改造和提纯从而使人类的材料开

发、工具制作能力得到提高，例如一些石料被热处理后更容易打制，木质工具的尖端被烘烤

后会变得有利于加工且会更加坚硬耐用，制陶、冶金更是这种用火方式的发展和延伸，并由

此种下了文明的火种；用火改变了人的性情和人际关系。火的光亮、燃烧的声音和发出的气

味儿会对人的血液循环和心境产生影响，而且因为不再茹毛饮血，在得到食材和进食之间增

加了熟食与相关准备的环节，人们在等待的环节中消耗了时间但培养了耐心和平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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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食物制备和分食需要协作，有助于养成互助、分享的习惯，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2]；

用火改变了人类的作息方式。据观察，人类每天用于咀嚼食物的时间少于 1 个小时，而大猿

要用 4-7 个小时，这使人类有更多时间与精力从事制作工具、狩猎采集、养儿育女、艺术创

作，用于社会交流与休闲娱乐的时间也会大大延长；用火培育了人类的艺术细胞和浪漫情怀，

为艺术创作、宗教与娱乐活动带来便利和激情，例如在洞穴深处绘制壁画必须依靠火把的照

明，在篝火前餐饮乃至载歌载舞总会让人感到格外刺激。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长串用火为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益处。当然，火也会给人

类带来邪恶和灾难，例如战火、火刑、火灾、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由此可见，火与

人类演化息息相关，它改变了我们的过去，也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3 人类用火的起源

既然用火对人类生存如此重要，人类是到底是何时开始用火，又是如何学会驾驭火

的呢？对此学术界在不断提出推断、假说，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寻找证据，力图破译人类早

期的这一行为谜团，但时至今日仍存在不同的假说和认识。

3.1 最初的接触：惊慌失措还是从容利用？
既然自然界会发生野火，人类在演化的早期就会与自然火发生互动，在对自然火的

观察、了解中逐渐掌握火的特点、习性和用途，进而学会对其使用和驾驭，这是人们都接

受的常识性认识。中国上古史中的燧人氏发明、教化人们用火，只是神话故事，在此之前

人类早已对火驾轻就熟了。

一般认为，在遥远的远古，人类在初次遭遇野火的时候一定是惊慌失措，逃之夭夭。

后来见多不怪了，在被烧烤过的动物肉香的诱惑下尝试接近火，偶尔引来自然火种加以利

用，逐渐发展到能加以控制、保存火种，直至能够人工取火。但近来的研究倾向认为，即

使对最初的人类而言，火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怕。当人类的远祖 - 某种大猿还在非洲林地和

草原生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对大自然经常发生的野火习以为常了，并能够加以一定的利

用。当然，那是纯粹利用大自然赐予的便利，而不是因势利导，对火加以控制性使用。

最近对塞内加尔一块黑猩猩生活的领地的研究发现，黑猩猩对自然发生的野火经常

表现得从容淡定。这种野火的发生往往有一定的季节性和方向性，黑猩猩会根据气味、风

向判断火对他们是否构成威胁。如果处在上风口，他们可以与火很接近而不做逃避，而当

处于下风口时则会及时逃逸；在野火燎原后，黑猩猩会进入过火林间、草地去寻找那些被

烧熟的、更易于消化的食物大快朵颐，尤其是烧死的动物是他们的最爱，而且他们的觅食

领地会因为火清除了一些林木而比平日扩展很多
[3]。这说明这些黑猩猩已经能与野火和平

共处，并能够利用火带来的便利条件更好地生存，这或许就是早期人类面对野火的情形 -
我们的先祖由对野火的观察、习惯到学会简单利用，为迈出有控制地用火的决定性的一步

奠定了心理与经验基础。

对南非绿长尾猴 (Chlorocebus aethiops pygerythrus) 的观察也对研究人类用火的起源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这项研究发现，当火烧过草地后，绿长尾猴会前往觅食，在过火后

的草地上能找到比未被火烧的草地更多的食物，尤其是无脊椎动物和可食性的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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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获益会激励觅食者改变猎食行为，包括转移和扩大搜寻的领地。绿长尾猴据有很

宽的生态位和很强的适应性，行为上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从烟熏火燎中获得更多食物，这

又会促进他们的行为变化。这种情形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之初是如何与火打交道的，是如何

与环境变化协同演化的。

3.2 “熟食假说”——人类用火始于 200 万年前

先祖何时跨过了从利用自然火到有控制地用火的这道门槛？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发生

在直立人的早期，大约距今 200 万年左右，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

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量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改

善营养后才会发生。人类用火始于 200 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是“熟食假说”（The cooking 
hypothesis）的推测 [5,6]。“熟食假说”已有 20 年的历史，该假说认为用火是人类的一项

重大发明，用火的初衷是烧烤熟食，熟食使人类获得营养与能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同时

大大减少茹毛饮血对健康带来危害，结果导致人类体质发生明显的改变，并因此演化成直

立人。该假说也附带涉及了用火对人类的其他益处，例如有熊熊火焰的保护，人类在夜晚

可以安然入睡，不必担心遭受猛兽的侵扰，而且一旦人类学会了用火就很快传播开来并形

成依赖，再也不离不弃，于是火与人类耦合演化，直至今日。

这一假说是从人类演化过程中形体变化的角度提出的逻辑推断，尽管有很多支持和

讨论，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古人类遗址曾经被宣称发

现了直立人早期的用火证据，例如南非 Swartkrans 洞穴
[7]、肯尼亚 Chesowanja 遗址 [8]、

中国山西的西侯度遗址 [9] 和云南元谋人遗址 [10]，后二者的年代分别被推断为 170 万年和

180 万年前，但这些所谓的远古“用火证据”因遗迹遗物分散、材料少、保存状况不佳而

很少被学术界认可。近来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所做的分析表明，人类有控制用火可以被追溯

到 150万年前。对一些有线索的遗址开展新的发掘与现代科技分析，或许其结果会接近“熟

食假说”所推断的最早人类用火的时间。

3.3 “人类与火长期互动假说”

近来有学者提出人类逐渐学会用火的“人类与火长期互动假说”(A Long Prehistory)[11]

以挑战“熟食假说”，认为人类学会用火并非那样神奇和戏剧化；人类不是在短时间“发

现”或“发明”了火，而是经历了一个与火长期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了解、适

应、学习、使用、控制火，直至今日人与火的互动演化仍在持续，而且这一过程并非直线

发展，有时人类又会回到无火的状态，然后再寻找、利用和管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可

能在不同时间独立做着对火使用和管理的实践。按照这一假说，人类习得用火应该经历了

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 1 阶段：100 万年前或更早，人类对自然发生的野火做机会性、季节性的利用，能

否有火可用取决于大自然的恩赐。当然，这时对火的管理、控制程度很低；

第 2阶段：40-20万年前，随着居住营地的出现，人类实现了对火的控制性使用与管理，

能较长时间保持火焰燃烧不灭；

第 3阶段：距今 20万年前后，亦即现代人起源以后，人类实现了对于火的封闭式管理，

掌握了取火技术，这为一年四季都依赖熟食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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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说提出人类掌握用火技术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不是灵机一动、一蹴而

就的神奇发明，也不会一旦被掌控火就成为长燃不灭的利器，帮助人类所向披靡；人类

的生存之火曾经生生灭灭，演化道路曾经时而光明，时而幽暗，但终有一天，人类彻底

掌控了火，终于走出黑暗，大踏步迈向现代文明。只是这其中的确切节点和曲折过程，

我们还要追溯和重建。

4 对早期人类用火的研究：证据与困难、挑战

周口店猿人洞是第一处被报道的直立人期间已经能够对火做使用、控制和管理的遗址，

这项成果在 1931 年就被广而告之 [12]。其后又有中国和非洲的几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被描

述过发现用火证据，但超过百万年的用火证据大多受到强烈质疑，基本被学术界否定了 [13]。

为何来自南非的 Swartkrans 洞穴、肯尼亚的 Chesowanja 遗址、中国的西侯度遗址、元谋人

遗址等早期用火的证据不被采信？这是用火证据的特点、提取早期用火证据的困难和对这

些遗址发掘与研究的精细度及考古材料本身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早期用火方

式简单，与自然火的遗存区分困难；遗址历时长久，在埋藏过程中经常遭受各种营力的改

造和破坏，留下的证据往往残缺不全，难以构成完整、坚实的证据链，受到质疑在所难免。

4.1 早期用火证据的特点和提取、论证的困难

早期用火证据提取困难，论证难度大，主要原因是： 
1）早期人类不会构建火塘，很少会留下具有结构性的火塘残余，例如凹陷的灶坑、用

石头、骨头围挡、圈筑的迹象，于是是否对火做过管理和控制性使用，难以认定和证实 [14]；

2）火完全可以自然发生，在自然地层中经常有火烧的遗迹，在澳洲、美洲原住民生

活过的遗址中大量发现自然火的遗存，有些人类家园被迫遗弃就是被野火所迫，这种情形

仍然会发生在当代。对于出现在地层中零散的燃烧物，是人工火还是自然火的产物，很难

加以辨识，需要更多的分析和佐证；

3）化学变化、腐蚀、污染等痕迹容易与人工用火遗存相混淆，例如很多遗址的地层

中出现黑褐色的斑块、条带，有时甚至是成层出现，初看之下很像燃烧过的木炭，有些早

期遗址就凭此而被赋予“保留最早用火证据”的名份，但后来的分析证明这些褐色物质的

成分其实是铁、锰、煤炭等。还有一些埋藏在地层中的石头和骨头表层呈现黑褐色，乍看

很像被烧过，但分析表明其实是被周围的铁、锰成分污染了，而这样的污染只停留在表层，

不会渗入内部；

4）即使人类在一个地方升起过一堆篝火取暖、熟食、娱乐，用火遗存如果长期暴露

而不被及时封盖，不断遭受风吹、雨淋和动物扰动，经年历月，这样的遗存、证据会逐渐

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凭肉眼很难被发现和确认。

4.2 判定用火的证据要素或标准

那么有效确定人类有控制用火行为或事件的依据应该是什么？笔者经过对周口店遗

址北京猿人用火证据的研究并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必须考虑如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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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实发生过燃烧事件，即存在灰烬、木炭、烧骨、烧石、砖红土等经过燃烧、烘

烤过的遗物与遗迹；

2）烧过的材料或遗迹与其他人类遗存共生，例如人类化石、石制品、骨器、装饰品、

被人类切割和改造过的动物碎骨等； 
3）存在人类控制与管理的迹象，例如燃烧物与相关遗迹集中、有序分布，具有火塘

结构等（或坑状，或有石圈围挡）；

4）这些被烧烤过的遗物、遗迹出现在适宜人类生存、易于被埋藏的环境。

这些要素或证据的分辨度和可信度是不同的。如果存在明确的灶塘结构，单此一项

就是确凿的证据。其他较弱的证据，必须与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构成证据链，才有说服力。

有学者对古人类用火遗存按照物证种类和环境关联性列出了证据可信度 ( 表 1) [15]。

4.3 用火证据的提取和分析

那如何提取和分析用火的证据？

首先是精细的田野工作，即在考古发掘现场仔细观察、记录和提取各种遗物、遗迹分

析样品，注意遗物、遗迹的空间关系。目前已有全站仪、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其他精密仪器和

科技手段，能精确记录出土物的三维坐标和出土时的各种状态，为日后分析奠定信息基础。

在发掘和材料收集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工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有燃烧嫌疑的材料（例

如烧石、木炭、灰烬），还应注意观察是否存在不易辨认的火塘结构并采集相关信息，例如

看似零乱的石块或不正常的地层凹陷（可能的灶坑）。切记，经时历久的火塘很少保持明显

的原貌特征。此外要对疑似用火的层位、部位做系统的沉积物取样，因为地层沉积物中有无

燃烧植物所产生的植硅体、孢粉、相关的化学元素和颜色变化，都是重要的证据和指标。

要避免不求甚解的主观判断。对于颜色灰白、黑褐的疑似经历过高温烧烤的物质，不

能凭经验轻易下结论，而应该做进一步观察和燃烧及成分分析，方可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例如，一块颜色黑褐色的骨头，看似烧骨，但如果观察断口，发现黑褐色仅限于表层，而

内部却是骨头的本色，很可能该骨头经历过铁锰的污染。而如果骨头内部也呈黑褐色，则

基本可以断定该骨头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温烧烤。当然，进一步的科技分析会使结论确凿无误。

空间分析十分重要。在精细记录地层各类包含物，尤其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

的空间位置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数字化手段对这些遗物遗迹的分布规律和相关性做复原和

分析，能对是否存在原地用火的证据得出可信的结论。例如在特定位置集中出现灰烬、烧骨、

表 1  证据可信度
Fig.1  Evidence and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物证与环境关联 可信度

经过构建的火塘 (凹坑、围石), 最好与烧骨、烧石、烧土等共生 确凿的证据：人类有控制用火的意图明确，可一锤定音

在不会生长树木的洞穴内出现原地埋藏的木炭、灰烬 基本可信的证据：人类用火的可信度较高，一般会被采信

在单一地层单元出现烧骨、烧石与石制品等人类遗存共生的现

象，但相互关系并不十分明确

指向性证据：表明人类用火的可能性，但不十分确定

烧过的材料散布在沉积物中，缺乏与人类遗物直接的共生关系 无法确定的证据：发生过火烧现象，但无法证明是人类

有意识用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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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石；植硅体、孢粉、相关的化学元素和颜色特征指向特定的位置，甚至人类文化遗存种

类与大小尺寸的分布规律，都会提供有助的信息，因为他们会指向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用

火的活动，而火塘往往是遗址中人类活动的中心，围绕火塘的遗物遗迹分布应该有规律可

循。当然，这些遗物遗迹的原生位置有时会被扰动，因而其分布规律并非总是一目了然。

现代科技的进步为提取、分析和论证古人类用火证据提供了更多、更可靠的手段，

使很多肉眼无法看见的证据成为改写历史的依据。采用便携式磁化率扫描仪来探测可能的

用火部位或层位是一个有效而可行的方法。对于疑似用火的部位应加大取样力度，对沉积

物做高密度的规范采样，以供日后的科技检测分析，并且应该对同层的其他部位做科学采

样，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对用火信号的分布状态（是集中还是随机的）做出客观的分析，

对真正的用火位置得出有科学数据支持的准确判断。目前可用于对沉积物中物质组分、化

学元素分析的方法包括电镜扫描、红外光谱分析、X 射线衍射与荧光分析、地球化学分析

等。还有沉积粒度分析、土壤微形态分析、微体植物化石分析（例如燃烧特定树种所产生

的植硅体）、磁化率分析、红度分析；古地磁分析；热释光分析；燃烧温度分析；遗物或

包含物分布特征分析等。在做这些分析时，有针对性的实验模拟有时十分必要。当然，应

该把各种信息、证据结合起来观察和判断，建立起坚实的证据链，这样的研究结论才会坚

实，才会被同行采信，避免留下争论不休的悬疑。

在此记述几项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有关早期人类用火的研究案例，从中可以窥见

相关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4.4 以色列 Gesher Benot Ya-aqov (GBY) 遗址的研究案例

2004 年，以色列学者在美国《科学》(Science) 杂志公布在约旦河岸 Gesher Benot Ya-aqov
遗址发掘出接近 79 万年前的用火证据。在该遗址出土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的 8 个层位中

发掘出大量燧石石制品和六种植物遗存，一些石制品和植物种子、木头被烧过。研究者确

认该遗址存在有控制用火证据的方法主要是对遗物遗迹的空间分析。这些阿舍利文化层皆

出土丰富的燧石制品，其中包括大量小尺寸废片（长度在 2-20 mm 之间）。这些小废片

有 1.8% 被明显烧过。根据实验观察，燧石材料在 350°C -500°C 的高温下会产生肉眼可见

的物理变化，包括壶盖状崩裂、龟裂、皱缩、裂纹、爆裂、形变等，因而被高温烧烤过的

燧石废片很容易识别。空间分析表明，这些被烧过的燧石废片不是在地层中随机分布的，

而是在特定位置集中出现。例如在 V-5 层，超过 50% 被烧过的废片出自两处集中的部位，

而在 V-6 层，60% 的这类标本来自另两处集中的部位。通过遗址埋藏学分析和古环境分析，

被烧过的燧石片的集中出现非自然营力扰动所为，自然火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于是这样的

部位被确认为古人类的火塘，即有控制用火的位置
[16]。其后，研究者利用 GIS 软件对该

遗址 8 个阿舍利层位出土的烧过与未烧过的燧石小片做进一步的空间分析，证实被烧过的

材料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集中、高比例地出现，是人工用火的结果；而且人类用火证据

在整个遗址持续数万年的各阿舍利文化层位都存在，说明当时人类在连续用火，对火的特

点和性能有充分了解，能够根据意愿取火和用火 [17]。

4.5 南非 Wonderwerk 洞穴遗址的研究案例

2012 年，《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在南非北开普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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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werk 洞穴提取到有控制用火的证据，测年结果为距今约 100 万年 [18]。该洞内堆积保

留了厚度为 2 m的早期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的文化序列。该序列始于最下面的第 12层，

出土属于奥杜威技术模式的小型石器组合，上覆第 11、10、9 三个阿舍利文化层位，所报道

的用火遗存出自第 10 层。对该遗址用火证据提取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野外地层观测和在实

验室内对地层做微形态分析及对相关材料做显微观察与科技分析，后者主要借助红外光谱仪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即 FTIR）来进行。野外观察和显微观测表明，第

10 层的沉积物是由复杂的厘米级的微地层系列构成的；显微分析显示最下面的微地层的顶部

有一个清晰可辫的层面，分布大量已经灰烬化的植物遗存和微小的动物碎骨。进一步分析揭

示出数个这样的层面和延展长度超过一米的燃烧区。利用 FTIR 对微地层样品做显微光谱分

析，发现分布在这些层面上的一些动物碎骨被加热到大约 500 °C的高温。这些碎骨棱角分明、

断口锐利，灰烬化的植物遗存保存状况极佳，说明这两种材料是在原地被烧过，而不是被风

力或水流搬运到遗址中的。于是研究者得出结论：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在 Wonderwerk 遗址揭

示出清楚无误的原地用火证据，将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历史推至 100 万年前。

4.6 肯尼亚 FxJj20 AB 遗址的研究案例

一项新的研究又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至距今 150 万年。这项成果于 2017 年发表在

美国《现代人类学》杂志（Current Anthropology）上，所针对的分析对象是肯尼亚库比福

勒地区的 FxJj20 AB 遗址 [19]。该遗址（FxJj20，AB 是发掘部位编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被发掘过，发现数处文化遗存富集的区域，被推测可能是远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其后再次

发掘和磁学分析、热释光分析和植硅体分析、遗物空间分析支持这样的判断。然而，这些

早期研究结论并未被广泛接受，出现很多批评质疑的声音，而且缺乏现代科技手段支撑的

早期发掘在获取标本和提取信息方面存在缺欠，无法做高精度的空间和材料分析。

在 2010 年和 2015 年，该遗址被重新发掘。新发掘的宗旨是找到尽可能多的考古材料，

尤其是微小的标本，并提取它们的三维空间和产状信息。在现代田野科技、思路的支持和

指导下，精耕细作的发掘结果是使 95% 标本的位置和产状信息被记录在案，这使对遗物

遗迹做高精度空间分析和对人类行为的复原成为可能。

后续的深度分析采用了几种方法或技术：1）土壤微形态分析，以解析遗址各部位、

各层位的沉积机理和过程。岩相薄片被置于显微镜下观察，以辨识古地面、人类活动迹象

和自然营力作用；2）系列燃烧实验模拟，在野外和实验室中分别进行，用以观察相关材

料受热后的可见性变化（例如色变和裂纹等），以此建立烧土、烧骨和烧石的观测参照系；

3）便携式红外光谱仪分析，用来测试、记录加热和未加热的材料，以此分析相关材料受

热后的矿物学变化。在目标区域出土的所有材料（土壤颗粒、碎骨、石制品和砾石等）都

被做红外光谱分析，以确定是否受热。同样的红外分析还施加到从遗址其他部位、层位随

机提取的材料上，以确认哪些部位发生过燃烧，是否存在野火的作用；4）空间分析，借

助 ArcGIS 来记录、分析石制品、动物碎骨、土壤团块等的三维坐标。这些遗物在平面和

剖面上的空间分布对特定地层的沉积营力和过程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文化遗

物在纵向上的分布特征与土壤微形态信息相结合，可以提示一组考古标本是人类单次占据

遗址所遗留，还是多次占据行为的叠加所致。上述分析的结果共同指向这样的结论：该遗

址确实发生过燃烧加热现象，产生了无可争议的烧骨、烧石和烧土；很多烧石的原型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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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石制品，表明人类在遗址的活动；这些被烧过的材料（尤其是石制品、动物骨骼）不存

在定向排列现象，说明不是水流等自然营力搬运改造的结果；这些受热的材料并非随机出

现，而是集中分布，说明不是野火作用的结果。这些特征都与欧洲、西亚更晚的被确定存

在人类用火证据的遗址的情况十分吻合，说明 150 万年前这里确实发生过人类原地用火。

当然，上述每一项研究都有质疑的声音，所得出的结论并非都被学术界接受，这说

明提取和分析早期人类用火证据具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性 [20]。但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是

明确的，就是在精细的野外工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一切可能存在的信息，

对各种迹象做交叉分析和验证，努力排除自然成因和干扰因素，每一项判断都须言之有据，

而不是武断地凭主观臆断做出不被信服的结论。

5 用火方式的演化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类学会用火、掌握保存火种的方法乃至发明人工取火的技术，应该是一个复杂、

曲折的过程，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的学术道路也是历经曲折，充满争议。例如来自周口店

遗址的用火证据最先被提出，但后来受到强烈质疑，近些年又在新的发掘与研究中得到证

实（尤其是上文化层）[21]。诚然，北京猿人生活的时期已不再是研究人类最早用火的敏感

时段，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学会用火了，但在周口店第 1 地点上文化层发现的具有结构

的火塘遗迹是目前同类遗存中最早者，而且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体现了现代田野考古的科

技水准和思路方向。

5.1 早期人类用火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按照“人类与火长期互动假说”，像北京猿人这样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对火控制

与使用的能力还很弱，无法使其长燃不灭。张森水对北京猿人用火的能力与方式做过这样

的推断：1) 他们懂得用火并能对火加以控制；2) 他们不具备制造火种的能力，应该是将

野火带进洞中；3) 他们没有能力一直保持火焰不灭，有时不得不在没有火的情况下生活，

致使堆积中缺乏连续积累的灰烬与木炭；4) 火对北京猿人的生存十分重要，被用来驱离

猛兽、熟食、照明、御寒 [22]。这可能比较接近当时人类用火的实况。

最近对一些早期尼安德特人群用火方式的研究也指向这种状态。对生活在西欧的尼

人留下的遗物遗迹分析表明，他们有能力用火，但在寒冷的冰期却缺少用火的证据 [23]，

说明他们只会采集自然火种，而不能很好地保存火种。自然火多发生在温暖湿润的间冰期

环境下，因为在那样的天气里才会经常雷鸣电闪。而冰期雷电很少，缺乏产生自然火的条

件，于是他们便只能在无火的状态下艰难度日，熬过至冷至暗的时期。

这些研究和表述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火被人类掌控之后很快得以普及，人类

的生存之火瞬间燎原各地，变得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形影不离。人类在很长时期内对火的

使用和控制应该是时断时续的，是一个逐渐学习、不断成熟的过程。

5.2 有效保存火种与人工取火 - 用火成为人类的日常行为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对火的使用与管理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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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火种乃至人工取火，使用火成为习惯和日常性行为？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黎凡特地

区的古人群在此方可能走在前列。这里处于距今 35-20 万年间的多处洞穴遗址保留了长期

连续用火的证据，例如以色列的 Hayonim 遗址 [24]、Tabun[25] 遗址和 Qesem 遗址 [26] 等。这

些遗址保留了很多呈现叠压关系的灰烬、火塘和高比例被烧过的石质材料和动物骨骼。这

些数量丰富的用火遗存出现在连续地层中，延续时间长达数万年。

Qesem 遗址提供了大量坚实的日常用火证据。这处遗址坐落在撒马利亚山（Samarian）
的西坡上，西距地中海 12 km。该遗址上部 4.5 m 厚的地层是人类活动时期形成的文化层，

对其年代测定表明古人在遗址的活动发生于距今 42-20 万年间，而这纵贯 20 万年的地层

内皆有清晰的人类用火证据。直接证据是大量集中分布的木质灰烬，微形态分析和同位素

分析表明这些灰烬经历了充分燃烧，被反复烧烤过；烧结的土块和大量炭化的骨骼、烧石

与灰堆有清晰的共生关系；利用红外光谱仪和显微镜对烧骨的成分、颜色和形态特征的分

析表明，这些烧骨或者在大于 650 °C 的高温下被短时烧过，或者在 500 °C 左右的火温中

被长时间烧烤过；在洞穴的中央存在一处大型中心火塘，范围达 4 m2，火塘内包含层层

叠叠原地生成的灰白色灰烬和烧结的土状团块，灰烬中和火塘周边分布大量炭化动物骨骼

和烧过的燧石制品。对灰烬的成分分析表明，该中心火塘被使用的时期可以被分为两个阶

段，中心火塘的位置和围绕火塘所分布的人类行为遗迹提供了火塘功能、遗址空间利用和

人类生存活动组织的珍贵信息。该遗址丰富、明确的用火证据表明人类在此用火呈现持续

状态，成为日常的行为。该遗址大型中心火塘的发现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首次，所出土

的遗物遗迹勾勒出穴居者围绕中心火塘制作、修理工具（包括目前最早的石叶石器），肢

解猎物，处理动物骨骼（包括以动物骨骼为软锤加工石器），烤肉分食 ( 从出土的人类牙

齿的结石中提取到炭化材料 )，甚至制备、存储大型动物的骨髓和油脂 [27]。如此连续、习

惯性用火，表明当时人类已有取火的能力，对火的管理和使用十分娴熟，并且对火形成了

高度依赖，不仅熟食、取暖、照明，还以火塘为中心组织开展各种生产生存活动，这被认

为可能是继尼安德特人之后出现的新人类的行为遗留 [28]。

虽然在 Qesem 遗址甚至更早的 Gesher Benot Ya-aqov 遗址保存的连续用火遗存被推断

是古人掌握了人工取火技能的结果，但考古工作者一直无法找到人工取火的证据。这种证

据的提取和论证同样具有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性。常识中早期人工取火的方式为两种：钻木

取火和打石取火。前者因为木质材料易于腐烂难以保存，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有物证；

后者是指用燧石击打（相互击打或用燧石击打金属材料）产生火种，但用这种方式取火后

的材料不易辨认，因为燧石是优质的制作石器的材料，取火的痕迹与石器被制作和使用的

痕迹难以区分。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带来曙光，从若干疑为尼安德特人制作与使用的燧石两

面器上提取到古人类打石取火的证据 [29]。出土这样材料的遗址分布在法国西南部，年代

被测定在 5 万年前，从中发掘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具有阿舍利风格的莫斯特文化遗

存。通过肉眼和显微观察，这些两面器上存在被用硬质矿物材料连续打击或与其摩擦所产

生的痕迹，而这些痕迹的位置和性状与用黄铁矿石在两面器平或凸的器体表面做斜向打击

取火实验所产生的平行条痕一致；这些痕迹在特定位置集中出现，且总是与两面器的长轴

大体平行，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片疤相垂直，据此可以排除这些痕迹形成于埋藏过程中的

可能性，被判定是遗址的占据者打石取火行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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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认定在取火过程中与燧石两面器配合使用的材料是黄铁矿，是因为通过观察

模拟实验中各种材料与燧石相碰撞、摩擦所产生痕迹的特点，排除了使用其他材料的可能

性：锰矿石在两面器上留下的摩擦痕迹没有明显的条纹；赤铁矿、针铁矿会在两面器表面

留下难以清除的残渣，而在考古标本上并不存在它们的残留物；硅质岩与燧石两面器摩擦

后会留下网状痕迹，即便产生平行条痕也与黄铁矿的痕迹区别较大：石英、砂岩、石英岩

等材料与燧石摩擦后所产生的痕迹皆与考古标本上的痕迹明显不同。研究者认为之所以燧

石两面器被用来打石取火，是因为两面器上的修理疤痕与黄铁矿摩擦更容易产生火花，而

且具有两个使用面，当一面的片疤被磨损导致生火能力下降时，取火者会翻转到另一面继

续生火，因而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另外，在很多两面器上发现了二次甚至多次修理的片

疤，有些疤痕打破了原来的取火痕迹，并在新的修理面上出现新的打火迹象，说明存在再

次乃至多次修理、不断打石取火的情况。研究者还注意到，有一些修理与使用痕迹与打石

取火并无关系，它们更接近切割、刮削所产生的痕迹，说明这些两面器并非专门为打石取

火而制作，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

5.3 热处理和石煮法 - 用火逐渐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利器

人类在掌握了对火的控制和使用并成功实现熟食、照明、取暖等初级目标后，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认知能力与技术的提高，对火的使用又延伸到对工具、用具材料性能的物理

改变上，使人类对资源及材料利用的领域不断拓展，制作技术突飞猛进，为日后的文明起

源和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储备。对生产原料做加热改变这一技术被称为“热

处理”，对此人们首先会想到陶瓷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与制作，但这一技术的最初应

用是发生在旧石器时代，被运用于对石器原料的改造上。

目前发现的人类对石料进行热处理的最早证据来自南非南部海岸的 Pinnacle Point 遗
址 , 在该遗址距今 16.4 万年和 7.2 万年的文化层中发现经过热处理的石制品，表明人类早

在十几万年前就开始有目的地对硅质岩类石料进行热处理以改善原材料的性能，更好地被

人类所利用 [30]。这被看作是人类用火的里程碑事件，是早期现代人的行为标志之一，是

早期现代人智能与技术提升并比尼安德特人等古老型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并改

造自然的例证。随着早期现代人的扩散，经过热处理的石器材料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和西

亚、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至旧石器时代晚期 , 热处理技术产品已经广泛出现在旧、

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31,32,33]。对远古热处理遗存的寻找和确认具有挑战性。首先，必须有

明确的证据表明相关标本确实被高温加热过，发生了相应的物理性能改变；其次，必须证

明这样的加热是人类有意为之，不是野火燎原的遗留，也不是人类在用火时无意识的行为

结果。因而，遗址埋藏学研究和对相关遗迹与标本的热释光分析、磁学分析、矿物分析、

色度与光泽分析、岩石力学分析等科技手段必须使用，而且要有实验模拟的对比、验证程序。

我国也发现过对石料热处理的考古证据，来自宁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第 2、12 地

点（SDG2、SDG12），测年数据在距今 3-1 万年间。研究者通过实验模拟和对实验标本

外部特征的肉眼与显微观察和应力实验等方法提取热处理标本的鉴别特征，并通过与考古

标本的对比分析来研究生活在该遗址的先民是否采用过热处理技术。水洞沟遗址的石器原

料主要是白云岩、燧石、石英岩和石英砂岩，模拟实验时选取这些石料（将每块石料一分

为二，一半用作热处理实验，一半保持自然状态以做对比观察）分别于室外和实验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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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 300 °C-600 °C 的温度下做不同时长的加热实验，冷却后比较加热后和未经加热的标

本，观察受热后外部特征改变情况，主要是油脂状光泽、破裂 ( 破碎、裂纹 )、颜色 ( 大
多数趋向于变红 ) 的变化，以此分辨石料是否经历过热处理。当对标本外观形态的观察无

法准确判断热处理行为时 ,使用扫描电镜观察热处理前后岩石晶体大小、形状、结构的变化 , 
特别是是否存在受热后再结晶现象，可以提供重要的鉴别信息。通过上述实验模拟、显微

观察和比对分析 , 研究者在 SDG2 和 SDG12 出土的石制品中发现热处理石制品 110 件 , 来
自两个地点的标本分别为 45 和 65 件 , 还有 13 件被判定为无意识加热的标本 [34]。这项研

究并未囊括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全部石制品材料，但分析结果已经清晰表明水洞沟的先民掌

握、利用了对石料的热处理技术。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为何？通过岩石力学分析和 X 射线衍射检测，发现经过一定温度

的热处理后，白云岩等石材质地变得更加致密均匀，韧性增强，力学性能的离散性明显缩

小，抗压强度下降。这些变化降低了打击石料所需的力度，使石料易于产生多次开裂，不

容易发生一次性灾变破坏，为古人类调整打击点、打击方向和力度创造了机会，从而降低

了打制难度，提高了石器的制作效率和质量 [35]。用火的热能对工具、用具的原材料做热

处理是先民对火的性能、作用取得更深刻的认识并使其更好地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重要

体现，是人与火在长期互动历程中碰撞出的新的火花和取得的新的成就。人类历史上的第

一次技术或认知革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系列新技术被发明并应用到对石器、骨角

器等工具的制作上，大量精细、复杂和专门化的工具被制作出来，大量艺术作品产生，这

其中火的催生作用不可低估。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用火进一步发展，即使在用火熟食这一人类用火最初和最

重要的领域，此时在传统的烧烤的基础上出现花样翻新的多种方法，用热石加工、烹煮食

物即是其中之一。

西班牙北部 El Miro´n 洞穴遗址保留用热石烹煮食物并提取油脂的证据 [36]。该遗址在

约 15.5 kaBP 的马格德林文化层位中发现大量受热龟裂或崩解的烧石（FCR，fire-cracked 
rocks)。这些FCR出现在数个直径大于 1.4 m的火塘内，火塘中积累的灰烬、炭屑达 20 cm厚。

这些烧石由硬度很大的砂岩砾石构成，与其伴生的是大量动物骨骼和石制品。动物骨骼大

多属于野山羊和赤鹿。空间分析表明，这些材料集中出现在火塘内和火塘周围，与火塘的

功能密切相关，尽管不同火塘内遗物的数量和密度有所差异。这些材料在大小分布上有明

显规律，符合路易斯·宾福德（R Binford）提出的“掉落与抛离”原理 [37]（drop and toss 
zones 指人群在围绕火塘这一中心开展活动时，小的垃圾型物件经常会掉落在靠近火塘处，

大的物件经常会被抛离至稍远的地方）。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 FCR 是当时占据洞

穴的人群采用石烹法或石煮法（Stone boiling）加工动物肉食资源的残留物，即用加热后的

石头把置于水中的野山羊和赤鹿等猎物加热煮熟，使肉能被撕下，骨髓能被取出，并能榨

取油脂。获取油脂被认为是发明热石烹食方法的重要动力 [38]。类似的材料在欧洲旧石器时

代晚期的其他遗址也有所发现，例如在葡萄牙西南的露天遗址 Vale Boi，于距今 25 kaBP 的

格拉维特（Gravettian）文化层位中发现鹿与马的骨骼与石锤、石砧和 FCR 共生 , 被认为是

提取猎物油脂的残留 [39]。这样的热石烹煮能使人类更大化利用动物的营养成分，被认为是

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 - 采集人群资源利用强化、努力扩大能量与营养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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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煮法”遗存在宁夏 SDG12 地点也有发现 [40]。考古人员从该遗址距今约 1.1 万年前

的灰烬层中发掘出大量破碎的石块。对这些石块的形态、大小和岩性分析及燃烧实验表明它

们是被人类选择、搬运、加热然后浸入水中崩解破碎的，即它们是生活在遗址的先民用来烹

煮食物的烧石 -FCR，其作用的对象可能是改善水质和烹煮动、植物食材。与灰烬和烧石一

同出土有大量细石叶工具和骨器，还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加工植物种籽的工具；骨器

中有骨柄石刀和类似后期人类织网用的梭形器，还出土大量羚羊、兔子等能快速奔跑的小型

动物的骨骼。这些材料说明生活在该遗址的先民在努力扩大食物资源，最大化从狩猎-采集

品中获得营养，显示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末叶的人群对资源的强化利用和食物获取广谱革命

的迹象 [41]。类似的煮食法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也常见 [42]，有学者推测这种烧煮食物的方

法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东北亚地区传入的美洲的，但它的源头并没有找到。SDG12 地点的

FCR 材料可能在东北亚的晚更新世人群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建立起新的历史纽带。

5.4 用火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并种下了文明的种子

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表明，人类新发端的行为方式，尤其是与大自然

互动的新模式，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栖居方式，并使人类

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向减少流动性、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而拓

展性用火被认为是对人类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量与发展动因。

在更新世末期，狩猎 - 采集者在觅食方面出现明显的食物广谱化与资源强化 [43,44,45], 
并进而发展出农业。这种生计模式的转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人类用火烧荒改变生态环境的

结果 [46]。人类引来的燎原之火改变了其生存区域的生态条件，富集了资源斑块，特定生

存资源的密度增加，获取特定资源的可预见性增强。在此情形下，捕获小型猎物更加便利，

觅食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觅食所要行走的路途大为减少，人群的流动性随之变小，这就

预示着广谱经济之下的定居趋势的增加，进而人口规模扩大，社会日益复杂化，私有领地

和财产的概念开始出现，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计模式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前奏，文明

的曙光若隐若现。

火对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还在延续。2 万年前，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先

民捏土做器，烤坯成陶，烧造出了盛水装物的器皿 [47]；9 kaBP，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早

期的先民借助火的热能锻造出红铜工具；7 kaBP~6 kaBP，更高的火候帮助人类制造出合

金青铜器，火助人类启动了文明的历程。其后铁器、电、蒸汽机、火箭、计算器等科技产

品不断被发明创造，数万年来人类飞翔太空、探秘宇宙的梦想变为现实。

当然，火并不仅仅为人类带来福利。人类历史上遭受火灾毁灭性打击的案例比比皆是。

就近前来说，1987 年 5 月造成重大生命与财产损失的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火灾，2019 年

分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燃烧了数月的熊熊山火，在 2019、2020 年两个年度的 3 月份

发生在四川凉山西昌吞噬了数十位年轻消防员生命的森林大火……都清楚地昭示：人类虽

然能够对火做有控制性的使用，用火造福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将人类文明推到至高至

远，但火并未完全被人类驯服，还会经常肆虐破坏，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造成

重大灾难。从人类始祖开始的与火的长期互动，还将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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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人类与火的互动是一个变害为利的长期征程，人类对火做控制性使用的历史已经穿越

了将近 200 万年的时光隧道。用火使人类得以熟食烹饪，改善营养，塑造今日万物之灵健硕

而灵巧的身躯；用火使人类能驱避猛兽，拓展领地，拥有现今温暖舒适的家园；用火使人类

改善石料，制陶冶铁，成就今日之文明。如果先祖没有学会用火，现今的我们恐怕还停留在

石器时代，而且是黑暗、湿冷、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我们将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现代科技，

没有现代美食，没有火的光与热带来的激情和艺术；我们将局限在举头三尺的平面下，无法

去太空翱翔，无法潜深海、钻地心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当然，人类并未将桀骜不驯的火完全

驯服，火魔还会经常窜出来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人与火的长期互动还将继续下去。

远古人类用火的证据不易保留，发现和论证充满困难和曲折，很多遗址的材料和研

究结论受到过质疑和挑战。考古人必须把握好野外科考的第一关口，做精耕细作的考古发

掘，全面收集遗物遗迹并高精度记录各方面资料，关注遗址的埋藏过程和遗存的空间信息。

在实验室内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所获的样品做尽可能多的精细、可重复检验的分析，将

各种信息综合起来，排除自然营力和人类非有意行为的干扰因素，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

是坚实、可信的，才不会让先祖历尽艰辛取回的火种和光热的火焰再次黯淡、湮灭。

致谢：作者感谢徐欣、张月书、张钰哲在参考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张弛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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